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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东亚 “生产主义福利体制”：
学术争论与内容流变

王小兰

【摘　　要】学界用 “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指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将追求经济发展作
为主要目标的福利类型。许多学者也用 “发展型福利体制”或 “发展型社会政策”替代之。

事实上，二者虽在政策内容和发展取向上有一定的重合性和近似性，但因其产生的社会背
景、政策视角、政策议题以及具体政策主张等方面的不同，它们应属于两种不同的福利体
制类型。在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遭遇挑战并走向衰落的今天，东亚福利模式是转向更好地处
理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之关系的发展型福利体制，还是以社会再分配为主要特征的普遍
性福利主义，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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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学界对福利国家的关注焦点主要在欧洲和北美，更确切地，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则处于边缘位置，鲜有论述涉及。

１９９０年，艾斯平－安德森 （Ｇｏｓｔａ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在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首次提
出 “福利体制”（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的概念，为福利国家类型学研究奠定了范式基础。进一步地，该书
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区分为自由主义、保守合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① 开辟了福利国家比
较研究的新路径。“福利三分法”在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有学者诟病其并未给东亚
国家以位置。② 在之后的研究中，艾斯平－安德森被迫扩大研究视域，并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 《转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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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利国家》一书中提出东亚福利体制 “既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又混合了全球福利国家的主要特点”
的论断。① 不过，他的理论修正不但没有为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盖棺定论，反而使得该议题愈发成为
近年来中西方比较福利制度研究的前沿议题，② 且逐渐与欧洲传统的比较福利体制研究呈 “交相辉
映”之势。
林卡认为，在 “东亚福利”③ 这一问题上，早期研究可追溯到理查德·罗斯和白鸟玲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ｉ　Ｓｈｉｒａｔｏｒｉ）于１９８６年发表的 《福利国家：东方和西方》一文。该文超越了国别研究的
范围，开辟了从跨文化角度讨论东亚福利独特性的研究路径。④ 针对东亚福利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
标、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建立的特点，詹姆斯·米奇利 （Ｊａｍｅｓ　Ｍｉｄｇｌｅｙ）最
早称其为 “不情愿的福利主义”（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ｉｓｍ）。⑤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更多学者将研究焦点从西
方转向东亚，对东亚多国或地区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展开深入研究，揭示其与发达国家再分配型
福利体制明显不同的某种特性。例如：琼斯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Ｊｏｎｅｓ）提出 “儒教福利国家”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⑥ 古德曼和彭 （Ｒｏｇｅｒ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ｏ　Ｐｅｎｇ）提出 “日本导向型福利国家”（Ｊａｐａｎ－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⑦ 艾斯平－安德森提出 “保守和自由的混合福利体制”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⑧ 霍利德 （Ｉａｎ　Ｈｏｌｌｉｄａｙ）提出 “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ｓ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⑨ 古允文、权赫周 （Ｈｕｃｋ－ｊｕ　Ｋｗｏｎ）和金仑兑等人提出 “发展型福利体
制”（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或 “发展型福利国家”（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瑏瑠 等等。
在上述学者对东亚福利模式给出的不同认识中，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或生产主义社会政策瑏瑡的理念

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热议。２０世纪后半叶东亚经济的腾飞是其引发热议的关键。许多学者认为，东
亚福利模式具有生产主义的特性，即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福利，社会政策服从于经济发展的目
标。与此同时，在某些时候，也有学者用发展型福利体制来解释这种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的福利模
式，瑏瑢 意即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与发展型福利体制内涵基本一致。有学者指出，此种概念混用的现象，
某种程度上虽然更有力地支撑了对于东亚福利体制之经济发展优先意义上的发展主义的主张，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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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东亚福利问题研究，通常是指对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福利体制的探讨。

林卡：《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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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甚至误导了对相关福利体制的清晰认识。就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之
下的福利模式比较研究发现，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与发展型福利体制在内容和具体的政策主张上确有
其重合性和相似性，但二者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其萌芽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以及背后
所倡导的发展取向等方面。① 因此，重新考察并梳理二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东亚福利
模式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种政策模式的理解，并为我们思考与探寻中
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发展道路提供有益的视角。② 具体而言，本文尝试通过对相关理论文献的梳
理回答如下问题：

（１）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内涵是什么？
（２）发展型社会福利体制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
（３）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的改变，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论述是否依然适用于解释

东亚国家的福利模式？

（４）未来，东亚国家福利体制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二、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内涵

自１９６０年代起，快速工业化成为东亚多国发展战略的主流意识形态。“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
日本经济的崛起，虽标志着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但其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却并未得到
建立和实施。政治精英们并没有积极地回应工业化过程中系统性地产生的社会风险。对这一现象的
诸多解释中，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命题用一个视角将发展主义国家理论和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
类型理论这两个不同但有说服力的理论结合起来，在理解东亚新兴工业国早期的社会政策的特征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霍利德认为，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类型学以社会权、社会阶层及国家－市场－

家庭之关系作为划分标准，其研究囿于那些社会政策已产生广泛影响且通常已被视为福利国家
的地方，而将那些欧洲之外或者社会政策即使存在却严重依附于其他政策目标的国家排除在
外。③ 考虑到东亚的情况无法在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类型中恰当地反映出来，霍利德提出，
应加上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向度来考察东亚的福利制度。由此，他认为东
亚属于生产主义的福利体制：经济发展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促进经济
发展为目标。对领导者而言，福利政策是辅助手段而非目标，若非为了经济成长或严重的人道
主义需要，个体或群体的一般福利需求不必纳入公共政策议程。④

此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概念得到呼应，并被众多理论家用以分析东亚多国或地区的福利形态。
几乎所有以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话语进行东亚福利模式研究的学者都共同接受下述观点，个中差别微
乎其微：东亚国家的福利体制是生产性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具有一些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的
特性，如社会政策依附于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或社会发展目标从属于经济发展目标、社会权利是仅
限于与生产活动有关的有限社会权、社会阶层化的效果是促使生产性因素的增强、经济增长决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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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家庭之间的关系。①

支持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说法的另一政策科学家金曼森 （Ｍａｓｏｎ　Ｍ．Ｓ．Ｋｉｍ）也将其作为一个总括
性概念用以描述东亚福利模式。只不过，他认为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内部还存有差异，可以进一步区
分出一些亚类型。②

　　三、发展型福利体制：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等同概念还是另一种不同的
福利模式？

　　在许多学者那里，对东亚福利体制生产性特性的描述，可用发展型福利体制或发展主义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代替之，即发展型福利体制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所指基本一致，多数时候也被提出
者用来互相解释。然而，事实上，在更大范围的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发展型福利体制／发展
主义的概念几经流变，为不同的研究者、机构所采纳、加工，发展出了既相互关联又不完全一致的
认识。特别是，自詹姆斯·米奇利旗帜鲜明地倡扬 “社会发展”理念，提出系统化的发展型社会福
利和发展型社会政策概念框架及实践模式以来，学界对发展型福利体制形成了新的认识并渐趋接受
这一主张。

（一）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与发展型福利体制并无二致的说法值得商榷
李易骏和古允文曾指出，发展型福利体制和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并不易于区分，至少在体制层面，

二者可视为一致。③ 在关注东亚福利体制的其他政策学家那里，对发展型福利体制或发展主义福利国
家的界定也近似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之内涵，④ 即同样强调两个中心层面———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
展主义国家和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产业政策。⑤

笔者认为，假如将霍利德提出的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维度作为生产主义福利体
制类型成立之前提，发展型福利体制确实具备与之高度相通或相近之处。然而，做出此种判断依然
要倍加谨慎，必须对发展型福利制度做深刻剖析，才能建立对其是否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可等同视
之的论断。

１．发展型福利体制概念的泛化理解使其包含但不等同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之意涵
德国学者加布里尔·科勒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Ｋｏｅｈｌｅｒ）认为，发展型福利国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根据

其发展过程之不同，可分为工具主义的发展型福利国家 （其特征主要为社会政策服从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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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发展型福利国家 （或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发展型福利国家）、基于国家承诺的发展型福利国家
（即国家对福利做出承诺）、基于法定权利的发展型福利国家 （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社会正义为
名）以及成熟的福利国家 （主要指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等五种具体类型。①

由此可见，加布里尔·科勒的发展型福利国家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几乎涵盖了除 “成熟的
福利国家”以外的所有福利国家类型，因各个国家社会干预程度不同、福利支出不同而有所差别。

前述诸多学者提出的发展型福利国家 （与生产主义福利国家等同的说法）在加布里尔·科勒这里更
接近于工具主义的发展型福利国家类型。在此脉络下，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与发展型福利体制并无二
致的看法已明显不能成立，前者只是后者的某一种子类型。
加布里尔·科勒以发展型福利国家之概念来统整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主张虽有待商榷，

却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就此继续去探寻一种区别于生产主义的解释。笔者认为，或许将发展型福利国
家作为不同于其他福利国家模式或作为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之未来转向加以探讨更具可行性，以下将
详细阐明。

２．发展型福利体制概念的分野使其区别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之意指
在东亚福利体制的早期研究中，詹姆斯·米奇利于１９８６年发表的 《工业化与福利：四小龙的案

例》一文便发现，东亚福利模式呈现明显的发展主义特征，即追求经济发展的倾向。② 此后，相当一
部分学者皆以此概念来指称东亚福利的生产主义特性。③ 只不过，发展主义相较于生产主义概念更为准
确地耦合了东亚追赶型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下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动员口号乃至政治合
法性来源。

然而，在世界范围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东亚地区，发展型
福利体制／发展型社会政策概念也被用来描述另外一些国家 （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一些南方世界
国家）社会发展的优秀经验并为国际组织所推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与东亚模式明
显不同，它们更多强调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将社会发展视为一种宏观实务方法，强调社会福利与社
会政策的重要作用，并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而非将社会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附庸。例
如：在印度，甘地、泰戈尔等推动的以社区为本的活动，为国家实施社会发展方案奠定了基础；在
西非，普遍存在的公有谷仓与合作农场让福利管理者发现，当地百姓的需求可以通过社区发展的方
案予以满足。甘地、泰戈尔等人主张，借由社区为本的干预模式，诸如识字教育、造桥铺路、地方
灌溉系统，促进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发展手工艺与村庄工业，以及建造社区健康中心和学校
等方式，可以强化福利部门的救助功能。在这些社会建设项目中，他们触及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核
心，即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过程，④ 社会福利应当对国家发展有所贡献。联合国自２０世纪中叶开
始在全球范围积极推动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并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咨询建议和资金资助等
方式，协助主要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各国政府实施社会发展方案。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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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学界对发展型福利体制的理解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与东亚福利之生产主义特性等同的发
展概念强调经济发展，而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以及联合国的行动又开启并力证了发
展型福利对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同并进的现实可能性。很显然，后者对福利的普遍性、社会
公正和公众参与等重要价值的重视并不是前者的追求。

为此，有学者试图对这种理论分野进行调和。权赫周尝试把两种源流的福利发展主义整合在一个框
架下，将之分别命名为 “选择性福利发展主义”（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与 “融合型福利发
展主义”（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① 前者的核心是生产型、选择性社会投资、威权主义；

后者的核心是生产型、普遍的社会投资与民主治理。这样做的好处是理顺了社会政策中两种发展主义的
来源与发展，并提出了经济结构的转变或可使东亚福利体制由选择性向融合型演变的可能。

权赫周的主张虽有其合理性，对发展概念的理解有所更新，但他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讲清楚经济
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何以可能作用于经济发展。而詹姆斯·米奇利的社会发展观
及其实践模式的建构则加强了世界多国 （包括东亚地区）对发展型福利体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
发展方面的信心，从而对传统发展观做出修正。

（二）作为另一种福利模式的发展型福利体制：基于詹姆斯·米奇利发展观的认识
随着对 “发展”概念内涵理解的加深，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一

致性或契合性，因此，在资源较贫乏的国家出现了一些谋求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实践，

如此逐渐形成了 “社会发展”的理念。② 在众多论述中，③ 詹姆斯·米奇利的 “社会发展观”尤为系
统，并为相关实践提供了基础框架。以下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及发展的内涵，以期对发展型福利
体制给出另一维度的解释。

詹姆斯·米奇利指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样重要，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不仅保障社会
福利的确立，并且还会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④ “社会发展”理论重点处理的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
的关系，希望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协调共生，其主张发展型的福利或社会政策是想要避免以往福
利政策被人诟病的纯粹 “消耗性”或欠缺经济上的考虑之弊，侧重在增强福利对象的生产性和可持
续的整体人口福祉。⑤

根据詹姆斯·米奇利的上述观点，可明显得知，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和发展型福利体制几乎分属
于两类异大于同的福利模式类型，将二者等同视之的做法明显有失偏颇。林卡直接指出，生产主义
福利体制与发展型福利体制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福利模式，其差异体现在：（１）生产主义福利体制
多用于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福利体制；发展型福利体制则主要用于分析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社
会政策发展导向。（２）生产型社会政策主张将经济目标放在首位，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福利，社会
政策应当为经济利益服务；发展型社会政策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更是社会和人的发展。（３）生产
主义福利体制主要用来描述政府社会政策发展战略或导向，因而常常是以自上而下的视野来讨论政
策设计问题。在这一模式中，政策制定者和官僚、福利行政人员的意向和经验常常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得到威权主义制度背景的支持。发展型社会政策则常常采取自下而上的视野看待社会福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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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就提出了 “社会发展”概念。１９９０年代后，谢若登 （Ｓｈｅｒｒａｄｅｎ）、利沃莫 （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

和米奇利等人更明确阐述 “社会发展视角”并将其用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米奇利应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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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实施。它关注于市民社会和社会网络的分析，强调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大众参与，坚持增
能和增进社会资本的主张，并借此来促进地方社区或社会的改良与发展。（４）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与
发展型福利体制的核心议题虽都关注 “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但前者往往将二者对立视之，

后者则强调二者如何相互促进。进而，林卡等人将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发展型福利体制与西方发达
国家强调的再分配型福利体制作为三类不同的福利理念和模式论及，并指出它们分别适用于解释拥
有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福利体制类型。① 由此，对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
与发展型福利体制之内涵的争论已见分晓，虽各方仍有不同意见，但是发展型福利体制作为 “另一
种福利类型”的判断已基本成立。

四、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遭遇的挑战及其衰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人们对福利需求的加剧，生产主义福利体制

这一概念所依赖的基础———快速的经济增长、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都发生了变化。

中国香港学者莫家豪认为，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危机四伏。② 学界对其的批评和反思不断涌现。

（一）测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研究指标与分类方法存有局限
霍利德是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概念的创立者和坚定拥护者，学界对此种类型学论述的质疑也无法

绕开他。有学者指出，霍利德的研究既没有提出具体测定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间关系”的指标，

也与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的三项指标不在同一个向度上。前者不限于福利政策层面，且与 “去商品
化、国家－市场的关系”这两个概念之间有所叠加。在这样的指标测定下，东亚福利体制类型将很
容易被纳入艾斯平－安德森福利体制的 “三个世界”中视之。这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③ 反对者声
称东亚福利理念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基础，如儒家文化、家庭主义等，这些深层的福利
思想和内在逻辑联系决定着福利模式的取向、形成过程和最终表现形式。④

李易骏和古允文等人指出，福利国家在分类时要仔细考虑简单化所带来的长处与短处，把东亚
各国都分类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范畴，容易引起对福利制度阶层化效果的忽视，可能造成人们对
东亚现实的误解。⑤ 日本政策学家武川正吾更直接地表示，东亚各国间的文化有其共性，但也应注意
到其社会构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⑥ 因此，所谓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等试图对东亚福利特征做统一性
解释的概念是缺乏研究基础的，它的解释范围有限。

（二）生产主义概念被泛化而失去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独特解释力
有学者在广泛取向意义上对生产主义提出批评，而非针对东亚福利体制本身。⑦ 此种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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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各种类型福利体制的方法之一便是审视它们对 “工作”和 “福利”的不同态度。自由主义的口
号是 “工作、无福利” （ｗｏｒｋ，ｎｏ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合作主义的口号是 “工作中福利”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ｏｒｋ）；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是 “工作和福利”（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这三种类型虽有不同，实质却
都是生产主义的，都是在考虑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对在通向福利国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
担忧。① 在此意义上，艾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福利体制也应被视为是生产主义的。从而，生产主义一
词被泛化，失去作为独特东亚福利模式之核心论述的解释力。此外，莫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ｏｅｈｌｅｒ）在研
究欧洲福利国家体制时，就提出过 “民主形式的生产主义福利国家”，② 意指那些基于人的基本需要
和对效率的考虑，以个人和集体生产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旨在更普遍地促进人类繁荣的福利国家。
很明显，生产主义并不局限于对东亚福利模式之独特性的描述，而被广泛用于解释那些旨在促进发
展和人类繁荣的诸多福利模式。

（三）“后生产主义”的挑战：生产主义框架已无法对东亚福利体制改革的动态变迁构成完整认识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民主化进程加剧，加上充分就业的改变、人
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等情况，使得原本支持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条件逐渐变化，各国纷纷采取了一
系列社会政策上的变革与扩张。研究者开始反思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框架是否依然适用于解释这种变
化，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争论。
韩国学者金仑兑等在其２０１５年发表的文章 《韩国发展型福利国家的衰退：面向新型福利国家》

中明确指出，对应民主过渡与国际政治经济压力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结构严重影响发展型福利
国家 （此处同生产主义福利国家）在韩国的衰退。③ 金渊明在对韩国福利体系的研究中指出，包括
生产主义视角在内的、强调东亚福利的 “残余性”特征的各种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说明韩国福利
体系中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④ 过去１０年韩国福利体系变化的特点强化了现代福利国家普遍主义特
点，这种变化是远远超越亚洲福利模型的。陈芬玲 （Ｃｈｅｎ　Ｆｅｎ－ｌｉｎｇ）认为，中国台湾曾被视为生产
主义福利体制的榜样，然而台湾的养老金改革将养老金视为一种社会消费，虽然它无益于经济发
展。⑤ 这时，生产主义的福利体制在台湾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政府当局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社
会保护上。事实上，韩国、中国台湾两地近些年的福利改革同时具备了普遍主义、生产主义以及传
统家庭主义的成分，因而是一种混合的福利状态。欲对东亚的福利体制有更明确的把握，还需随时
局变化做更深入的研究。
上述一系列福利政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皆可视为对生产主义的一种超越。为此，有学者认为，

东亚福利体制开始进入 “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ｐｏ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ｑｉｍｅ）⑥ 或者正在朝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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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后发展型模式”（ｐｏ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转型。① 另有多位亚洲学者以所在国家社会政策的发
展变迁为据，直指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是应该被超越的存在。② “超越生产主义”和 “后生产主义”论调的
出现，使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框架的解释力进一步被削弱。

　　五、东亚福利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发展型福利体制还是普遍性的福利
主义？

　　１９８０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挑战
以及民主化进程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等皆预示着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这种
变化虽不能用福利危机等形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困境的用语来考察和反思，但人们普遍承认东亚的
福利模式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或转型。目前，对于这种调整或转型的理论解释出现了两种值得探讨
和深思的重要观点。

（一）观点一：东亚福利体现出较强的发展型福利模式的特征
前已述及，发展型福利政策与生产主义福利政策不同，它在处理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时，特别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生，通过社会投资策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增进人
们的社会参与、自我依赖的能力，而不是只注重社会再分配。政府公共投入的重点应该在教育、卫
生、文化等方面。从政策决策的方面来看，发展型社会政策往往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强调市
民社会、社会组织、社会大众的参与与社区发展计划，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这些核心
要素和特征在东亚福利国家的改革计划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显示出一定的发展潜力。

金仑兑和尹丽花指出，韩国近些年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方面的福利改革主张批判了经济主义
和发展主义，但并非主张回归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③ 这些主张认为，教育和医疗不是个人的支出和
消费，而是强化社会力量，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投资。金渊明也指出，韩国的教育政策改革还重视儿
童保育、公共教育、终身教育体制等与生命周期相关的社会投资政策。④ 此思路与米奇利发展型社会
政策之基本取向和主张十分相似。在２０１６年于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社会政策论坛上，一位韩国学者
（之前曾是政府官员）也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应有效结合，通过社会投资策略、投资于人力资本
建设和社会发展项目，使社会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消耗性的。言下之意，他对米奇
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也是认同的。

此外，在国家福利政策决策方面，随时间推移，生产主义的视角也难以解释新出现的局势。它
过度强调了 “生产导向的国家”在福利政策决策方面的角色，低估了东亚各国中由市民社会主导的
“自下而上的、非技术官僚型”（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ｃ）的福利国家建设过程，而这些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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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组织及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主义国家时代由上到下的、官僚主义式的传统决策过程。① 这
更像是采取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理念和发展策略。
除了韩国福利制度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型福利体制特征之外，中国 （这个曾经不被东亚模式所关

注的发展中国家）福利体制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中，也普遍出现了这种转向。２００３年，
古允文等人开始将研究视野放到中国 （大陆），发现中国自１９７０年代末开展的变革，也在某种程度
上与 “生产主义”的视角及演变相呼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等口号其实也代表着相应的社会经济政策。② 随后，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开始反对中国福
利生产主义论。③ 近十几年，“发展型福利制度”和 “发展型福利体制”话语在中国的福利体制研究中
越来越流行，涵盖了一般性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层面的经验研究。理论探讨主要涉及将中国放置东亚大环
境中开展的比较研究④和针对中国当前福利体制构建方向与路径的研究；⑤ 经验研究则涉及健康照顾、
失业政策、教育、企业福利、儿童福利、反贫困等多个领域。⑥

（二）观点二：东亚福利体制正在从生产主义转向福利主义
东亚福利模式是一种发展型福利体制的观点，引来诸多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这种重视社

会投资与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福利导向虽与米奇利意义上的发展型福利体制的内容

具备重合性，但就其福利制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策发展导向等深层问题方面并不相同。⑦ 因此，发
展型福利体制并不适合用于解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关切和发展导向。即便在
生产主义福利模式遭遇危机和转型的时刻，发展型福利模式的要素被纳入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中，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这种模式与东亚国家 （地区）
的高度契合性，更不能以发展型福利体制指代当前阶段的东亚福利模式。发展型福利体制更适合用
于解释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福利模式，⑧ 并不能被视为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未来出路。
那么，东亚的福利模式将走向何方？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虽然经济发展仍然是东亚各国国家政

策的核心考虑，而聚焦于收入保障和再分配的社会政策也日益受到关注，国家开始承担更多福
利责任。⑨ 霍特和库奈尔 （Ｓｖｅｎ　Ｏｌｓｓｏｎ　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Ｋｕｈｎｌｅ）声称，经济危机之后，东亚和东
南亚的国家正在逐步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并且民主化进程正在导致政府努力去推动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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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发展。① 申东勉 （Ｓｈｉｎ　Ｄｏｎｇ－ｍｙｅｏｎ）指出，韩国的改革不仅形成了社会安全网，也建立了
一个 “更趋于再分配和广泛的福利系统”。② 金渊明指出，近１０年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再分配型福
利制度表现出快速发展趋势，甚至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倾向。③ 李易骏则进一步认为，韩国经历一系列
改革后，社会福利项目得到极大扩张，其已是 “初露端倪的福利国家”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④

在“后危机”时代，“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经济增长是最好的福利政策”“家庭作为最好的安
全网”这样的理念，将会被 “没有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就没有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所取代，

韩国日益走向民主福利国家的治理模式。⑤ 此外， “亚洲四小龙”的全民养老和全民医疗的实
践、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进行的全民养老和护理津贴的推广、中国大陆２００７年以来适度普惠
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等，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东亚福利体制会超越某一种福利框
架的制约，并带有一种现代国家福利普遍主义的倾向。⑥

综上，笔者认为，东亚福利模式的改革在当前阶段确实具备较强的发展型福利模式特征。然而，

从福利模式的长远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社
会质量的更高要求的提出，一种普遍性的 “福利主义”正在成为东亚国家或地区福利发展的主要导
向。因为，走向福利国家体系的路径是东西方国家共同的导向，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达成这一目标的
社会条件、发展路径及其历史时刻的不同。

六、结论

事实上，对于生产主义的讨论是欧洲学者所催化的。该议题既反映了东西方福利的差异问题，

同时也不完全仅是为了揭示这种差异，而是双方借鉴对方经验的需要促使了议题的形成。通过本文
的回顾，我们对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内涵、争论等有了较好的把握，并将之与发展型福利体制或发
展型社会政策的内涵进行区辨，以澄清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福利模式之内在差异，将二者混淆使用
会妨碍我们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如同其他有关东亚福利模式的类型学研究那般，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在特定政治背景下 （威权主
义）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标）确实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和存在价值。然而，随
着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发生的一系列福利政策转向，我们发现，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正在走向衰退
和消亡。事实上，这一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东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
发展以及民众对福利诉求从追求物质保障到提升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转变，生产性社会政策模式
已遭遇重大挑战。以经济成长为导引的片面发展追求为对全面发展和社会质量标准的注重所替代。

对生产主义导向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则是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之关系做出调整，这种调整的主张
之一便是走向发展型福利体制。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纵然在东亚福利模式的转向中，某些福利政
策体现出一定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导向，但也不意味着东亚国家福利体制正在走上这样一条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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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福利格局的变化，一种被视为 “福利主义”的新福利国家正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体系中
诞生。笔者认为，走向福利主义将是东西方福利国家的共同导向。
当然，无论生产主义的福利体制能否继续，它对我们认识东亚福利及开展相关研究均具有积极

意义。反过来，对东亚福利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些不同福利体制的性质及特点的认识，引
导我们对生产主义、发展主义和再分配效应等复杂问题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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